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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世界著名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气质，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后，也全力打造反映自身特色的个性

化精神。他在继承求是书院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精华的基础上，于1938年的校务会议上决
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对其基本涵义作了多次明确的阐述，认为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

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欲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更为重要的

是，他把“求是”精神切实贯穿于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学风建设之中，使之成为全校师生所追求的共同境界。

一、遵循“求是”办学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在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强调学习要踏踏实实，不要不懂装

懂，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明代的王阳明为了破除人们对程朱理学的迷信，也竭力提倡君子“岂

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时至近代，国人又把“求是”与向西方学习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意味着弃旧图新，意味着

克服夜郎自大的顽固心理，追求科学与进步。

竺可桢有着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承继浙江学人对传统和现实所特有的批判精神和开放意识。他在美

国留学八年，经受过西方科学文化的洗礼，深感中国大学教育的理念必须和国际先进潮流相契合，并认为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并非都是相悖而不相融。在他看来，盲目自大、固守传统的狭隘心理固然是阻碍新教

育推行的障碍，但盲目崇洋、照搬照抄的简单化思维同样不利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竺可桢

在接任浙大校长时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这种“无分中外，惟求其是”的立场：“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

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

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①在此后的办学过程中，他正是

抱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西教育之精华兼收并蓄，既强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

的现状”，又始终关注着以哈佛大学等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动态及改革举措，建构起创办有中国特色的一

流大学的办学理念。

（一）借鉴中外大学教育经验，对现代大学功能的认识更为全面

中国古代虽有类似大学性质的太学、国子监和书院，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并且经过几百年

的演变，其功能在逐步地拓展，从最初只传授知识，发展到教学、科研并重，至20世纪初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学校又
一重要职能。竺可桢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他主持浙江大学期间不仅重视大学在培养学生和学术研究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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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的重大使命，也很强调学校服务社会的职责，并且面对内忧外患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进一步提出大学应该

继承明朝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民主精神，弘扬黄宗羲关于“公其是非于学校”的思想，履行对社会进行

批判与监督的功能，成为“社会灯塔”和“海上之光”。

（二）汲取中外大学教育的经验，制定德智并重、教训合一的办学方针

竺可桢批评当时一般学校只重视传授各种专门知识，不注重道德陶冶的做法。他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大学

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

良。”① 他认为中国古代一向很重德育，尤其是书院，以熏陶学生的品格为首要，现代教育制度取法欧美，固然有很

多优越性，不足的是抛弃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事实上，欧美的大学教育也并非都是教而不训，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大

学开始实行导师制，师生之间接触很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他借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的做法，在国

内大学中率先实行导师制。

（三）针对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吸纳西方大学教育的经验

竺可桢在管理理念上主张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他认为，自由和自治是西方大学一开始就具备的两大特征，但

在中国却是一直以来最为缺乏的。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摈弃前任校长推行的军事化管理措施，采用德国大学教授

治校的办法，以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遴选教授分任校、院、系的各级领导，倡导校务公开、言论自由，力图排

除党派对学校的干扰，以保证大学教育的纯粹、纯正。

二、培育“求是”英才

大学以养成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为鹄的，竺可桢对于大学培养目标的认识，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更

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中国确实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生之类，可是大

学教育的目标决不能仅限于此。从学生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的培养目标，应立足于培养知识广博的通才，“若侧

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1］；从谋求国家发展的角度，更应“养成公

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2］（p.455），承担起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使命。显然，作为浙江

大学校长，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将来能出而当国的英才。他认为这种英才固然要有广博的

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惟有

如此，才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一）“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

即要有科学的头脑、缜密的思维。竺可桢认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

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科学。换

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

树，其萎谢可立而待。我们用许多金钱去买飞机、无线电、电机引擎到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国家，正好像移植果树

到沙漠而希望其蕃生。”［2］（p.448）为此，他强调大学所施的教育应该“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智识的方法，并

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①。他希望大学生不仅要学习各科知

识，最重要的是学会训练自己的思维，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能对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和自主

的取舍能力。为了达到训练学生的目的，竺可桢在学校实行民主式管理，推行自由式研究和讨论式课程，引导学生

不断“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做到不惟书、不惟上、惟求真，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作轻率的行为。

（二）“不徇利害的气概”

一个人若头脑清醒，思考缜密，要做到明辨是非实属不难，但能够不徇利害，却并非易事。中国向来是“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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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在“面子”、“人情”等因素面前，人们即使明辨了是非，仍然无法秉公办理。一般人每当“是非”和“利害”冲突

的时候，往往是“利害”之心胜于“是非”之心，甚至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为图个人便利或达个人目的，任意修改

调查、记录的数字，“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

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2］（p.239）。正是出于对这些民族特性的了解，所以竺可桢将只顾是非、不顾利害作为大学

生必具的重要素质之一。他说：“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以求其是而已矣。”这种一旦认

定真理，虽蹈危履险、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气概，对于科学昌盛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同时，他也深知养成“不徇

利害”气概之不易，因而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经常在演讲、谈话时强调要继承并弘扬伽利略、布鲁

诺、黄宗羲、朱舜水、孙中山等中外先哲坚持真理、不徇利害的求是精神，对于即将踏上社会的毕业生更是每每临别

告诫，日后“在社会做事，应以但知是非、不计利害为训”［3］（p.120）。

（三）公忠报国的责任感

念及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处境，竺可桢与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内心如焚，当初他到美国学习农业和气象，

是希望用科学振兴自己的祖国，如今立足于高等教育事业，更希望用科学知识和求是精神来武装青年一代，使他们

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成为拯救民族的希望之星，成为转变国运的栋梁人才。因此，他经常以“大学生的

责任”为话题对学生作演讲。1937年10月他到天目山看望一年级新生时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
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果敢

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

地步，就算满足。”［2］（p.441）面对日军的入侵，竺可桢更是反复教导学生：“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

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

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2］（p.462）平时，他常常列举中外历史上一些一心为

国、敢于牺牲自己的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来教育和勉励学生，尤其赞扬王阳明在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

大无畏精神和“公忠体国”的牺牲精神，认为“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

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正是大学生最好的学习典

范［2］（p.452）。

三、倡导“求是”学风

学风，是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大学的立校之本。为了培育“求是”英才，竺可桢不仅对“求是”的品质和内涵作

了充分阐述，还具体指明实践“求是”的路径，要求学生在行动上努力去做，在校园中营造“求是”的风气。他说：“所

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2］（p.461）

竺可桢认为，实践“求是”路径，首先要有勤奋、踏实的学习态度。时值战乱时期，但竺可桢清醒地认识到，大学

生是未来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惟有把握机会努力学习，才能不负国家之重托。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不管形势

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浙江大学始终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也形成了勤奋向学的良好风气。1937年秋，战
火已逼近杭城，日军的飞机经常前来骚扰，而浙江大学仍在坚持上课。校方规定，空袭警报一来，师生应分散进入

地下室。当时，学生不放过在地下室的点滴时间，“电灯放光了，大家便抽出带来的书籍临灯默读”①。1938年2
月，学校西迁至江西泰和农村。该地生活虽然清苦，环境却十分安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同学们“黎明即起，在朝阳

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白日既匿，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②。是年，教育部派员赴各地大学进行巡视，得

出的结论是“浙大最能安心上课”［3］（p.241）。在遵义的近七年中，没有敌机的轰炸，也无需跋涉之劳顿，学生们更是

珍惜这一读书的好机会。由于他们的勤奋学习，浙江大学在1940年全国第一届大学学业竞试时名列第四，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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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大学学业竞试时跃居到第一。

竺可桢认为，实践“求是”路径，尤其需要养成慎思、明辨的思维习惯。在竺可桢看来，现行大学教育中最大的

缺点是“专重智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

方面全未顾及”［2］（p.446）。他认为，学生到浙江大学来求学，不仅在科目本身，更重要的是训练自己的思维，培养批

判和反省精神。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竺可桢十分注重加强学生的智能训练：一是通过教师的学术研究以及频频

举办的学术讲座、学术讨论会，在学校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使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从而达到训练思维方

法之目的；二是要求高年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为日后从事独立研究打下基础。如在遵义时，全校

曾举行“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等多种大型学术活动，各系均举办包

括高年级学生参加的学术研讨活动，其中以数学系的“数学研究”最具影响力。抗战期间，虽然印刷条件和纸张很

困难，但学校出版的学术刊物比战前还要多，据1941年统计，定期出版的刊物十余种，不定期的有二十余种。
“求是”路径的实现，还必须注重实验的求证和实践的检验。竺可桢认为，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

他们有求证于实验的习惯和勇气，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思想家治学路径与西方科学虽有契合之处，缺少的正是这一

点。他十分重视教学中的实验环节，并告诫学生要改变过去不重实验的传统，应做到既动脑，又动手。因此，浙江

大学在西迁途中每到一地，即便是短暂定居，都因陋就简，坚持开设实验课；到遵义后，各院系设置的实验室、研究

室多达62所，还附有若干实习工场和农场。虽然这些实验室大多设在祠堂和寺庙里，条件十分艰苦，但实验要求
从不降低。竺可桢还认为，大学生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一方面可达改良社会、服务民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所学

知识能得到实践的检验。西迁途中，浙江大学学生每到一处都为当地人民办实事，留下了“永久不磨的影响”；定居

遵义期间，他们更是将先进文化和现代科技带到黔北地区，如开展科普宣传、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积极进行锰矿勘

定、组织师资培训等。

学风与教风息息相关，“求是”学风的形成关键在于教师的正确引导和良好影响。正如竺可桢所言：“教授是大

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

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① 他上任以后，想方设法充实各院系

的教授力量，使浙江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贝时璋、黄翼、蔡邦

华、王国松、束星北、张肇骞、郭斌和、王焕镳、张其昀等。他们不仅学识渊博、人格高尚，而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为学生树立了仿效的榜样。至于竺可桢本人更是率先垂范，虽然实事求是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可他

真正做到了。竺可桢的身上时时处处体现着“求是”精神，他那炽热强烈的爱国激情，虚怀若谷的宽大胸怀，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堪为“求是”的楷模。在他的带领下，浙大人团结合作，求是奋进，使学校在极

端艰苦的环境中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为国内著名大学。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求是”精神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精神在浙江大

学得到极大的恢弘和传扬，并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学风建设等方面发挥出切实的效应，受到社会不同阶层的认

可和赞扬。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求是”精神是百年浙大永葆年轻、蓬勃向前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位浙江

大学的人都应将之内化到自己的思想中，体现在学习、研究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为建设现代化和世界一流大学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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